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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入通县师范。本应 1966年毕业，

因“文革”运动推迟到 1967 年 11 月份才分配工作，回到家

乡做了一名教师。满以为学有所成，半个衣锦还乡，应冠以

光荣的人民教师的称谓。相反，头上扣了个“臭老九”的帽

子，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教师是教育者，怎么

会变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这缘于“文革”非常时

期，具体说是缘于 1968年一条最高新指示：“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下达不久，

全国大中小城市，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分批分期上山下乡，

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将

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列为教育对象，还戴个“臭老九”的帽

子。“臭老九”怎么来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历史上，中国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教师排行第九等始于元代。元代将

人的等级排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

知识分子排行第九等，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倒数第二。

二是“文革”时期，将批斗的对象排序为：地、富、反、坏、

右、叛、特、走、知。知识分子也是第九等，倒数第一，九

前边还加上个“臭”字，叫“臭老九”。 

  首先，感情上难以接受，思想上很困惑，想不通，我能

考出大山，到城市读书，当时在农村我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在城市里读了几年书，又回到家乡，把所学的知识为山区的

人民服务，怎么就成了“臭老九”，不受人爱戴了呢？走在

大街上抬不起头，脸面灰溜溜的。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中央精神，谁敢不执行？谁

能左右的了呢？很快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中、

小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原领导班子要接受贫

下中农代表的领导和监督。贫下中农代表不懂教学，用管理



生产队的模式管理学校。学校教学有他自身的规律，完全不

同于生产队。有的贫下中农代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师生

面前摆革命造反派的架子，指手画脚。说光学好数理化不行。

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把师生用火车拉到苏联去，还

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学校每周都要安排忆苦思甜活动，

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大爷大妈请到学校向师生忆苦思

甜。以班级或小组的形式走出学校，到村里访贫问苦，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凡遇上公社、学校所在的村子有大型批斗

会，学校师生停课，参加批斗会，充人数，喊口号，造声势。

说是政治任务，比上文化课重要。七十年代初，山区的核桃

树患虫灾，本应农村技术员、县农技站共同研究如何靠科学

方法防治。没见到科学防治的措施，却让师生放假三天，拿

着盆盆罐罐抓虫。那么大面积的虫灾，虽然师生捉了成吨的

虫子，用石灰水毒死，但解决不了大问题。第二年，仍然虫

灾继续。一次县级领导要召开植树现场会。为了造声势，充

人数，让师生停课半天，带上劳动工具，打着校旗、彩旗到

离学校 6里地的山坡上参加现场会，师生和社员劳动了半天，

到中午时分，县级领导也没有来，师生没有带中午饭，事前

只说去半天，中午回来，下午继续上课。结果，师生又累又

饿，学生坚持不住，喊着回家吃饭，让老师很是为难，左劝

右哄，到下午 2点多县级领导才到，现场会结束后，师生饿

的得直不起腰来，还要走 6里地回学校，至今那场景记忆犹

新。 

    我是党员，出身贫农，担任学校负责人，政治上没有污

点，还是有胆量跟贫下中农管学代表理论。我强调学校有自

身的工作特点，与生产队不同，我们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科

学知识。管学代表反驳我说，你没看报纸上批判知识越多越

反动吗？光有知识，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反修防修。我听了

哭笑不得。 

   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自己的看

法，但不能公开抵制，反对。只能是被动的去接受。又一想，

贫下中农没有错。管学代表也没有错，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精



神，都是可悲之人。自己抱定一个宗旨，只要是对人民有益

的的事，把我学到的文化知识能为山区人民服务，心里都高

兴，苦也乐意去做。当时交通不便，出入都是安步当车。每

月发薪水回家一次，其他三个周末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表示自己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打成一片，早晨吃完饭。要带中午饭。我从食堂买两个馒头，

然后到村中亲戚家把馒头留下，换两个玉米面窝头，中午在

地头和社员一起吃窝头就咸菜，显着和谐，不特殊。那个年

代，小麦面粉在农村是稀少的，北京市农民每月国家只供应

半斤面粉，还要等春节一次发给，为的是让农民过个好年，

吃顿白面饺子。余下的白面，平常来客人或做碗面片汤给生

病的人吃。除此之外饭桌上见不到白面。谁都知道白面馒头

比玉米面窝头好吃。那为什么要用馒头换窝头，不是脑子进

水了，而是年代特殊，人思想上的扭曲。我现在回想起来可

笑，本来朴实的人都变成虚伪了。写到这儿，不得不让我想

起一件事。学校领导组织公社全体教师听一个报告。报告者

是我的师弟，在另一个公社办“抗大式”的学校。校址在高

山上，带领师生开荒种地，住半地下的土窝窝。当时，走“抗

大”的办学道路是新生事物，是践行教育革命。学校领导不

认识报告者，让我去车站接他，只见他浑身尘土，衣服好像

一个月没洗，头上的军便帽汗渍、油泥脏兮兮的，帽舌头成

不等号。蓝色军便装右肩有一个三角口子，走起路来，三角

布片一扇一扇的，如一个黑色的蝴蝶。脸像个把月没洗，耳

朵眼里存着泥土，脚穿一双黑色条绒松紧鞋。两个大脚趾从

鞋帮窟窿里探出来。我见到他的形象，不禁暗笑，忙问一句：

“师弟，怎不换换鞋，洗洗脸？”他骄傲，满不在乎地说“保

持本色吗！”现在回想起来，极左思潮将人的意识和行为都

扭曲了，不堪回首。 

   我当时有一个坚定的行为准则，既然自己是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的对象，就要少说话，尤其在领导、贫下中农面前，

不要像在学生面前那样以师者身份教育人。要少说，多听、

多干。把学到的知识、才干为群众服务。除了前面提到的多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之外，还帮助村中办批判专栏，利用墙报



宣传中央精神。我能用一支笔，写出漂亮的仿宋体、黑体大

字，至今。很多老房墙面还存留我写的大字标语。在公社技

术员的指导下，我和老师在东班各庄村，搞 12个小麦品种

优劣对比。从种到收都由我们完成，写出文字资料。在张中

兴的指导下，班各庄中学建立了 5406菌种基地，供周边几

个村子做 5406菌肥的种苗。为此，化学老师郝素珍和我牺

牲了很多暇日，到生产队去指导。从 5406菌肥生产，到用

菌肥浸种、施底肥等多种环节试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

这些活动，当成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农村教育基本上是无序状态，

没有纳入正轨。极左思潮，突出空泛的政治严重干扰文化课

的学习。文化课从时间上就得不到保证。除每年的寒暑假外，

公社党政领导与公社文教组干部一商量，学校就可以随便放

假。学生回家，教师到村中与社员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如春播假、麦收假。这三个假必有。有的村没有麦田，

也放假，叫夏锄假。还有临时需要也放假，东班各庄公社在

陈家坟村外河修胜天水库，水库大坝在雨季前要浇筑完工，

工地劳力不够，公社干部有办法，让中小学生放假，教师是

最廉价的劳动力。我们 86位教师背着铺盖，带着钱粮，大

干 13 天，眼看钢筋水泥坝，在河谷间竖起来。那 24 小时三

班轮换可把教师累得不亦乐乎，回家休息几天缓不过来。记

得劳动结束那天的总结会上，公社领导表彰了教师，说我们

经受住了贫下中农的考验，比社员干的还棒。最后说，教师

平常劳动一天补助三两粮，这次给四两。当时听了领导的表

扬，13 天劳动多奖励了 13两粮票，虽然身体劳累，心里还

是很高兴的。 

   为了更有力地落实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工作。

公社在三个村建立了基地。设想让公社范围内的中小学教师

轮流离校半年，到基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当 20几位教师半年劳动结束时，第二期没法办下去了。

因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要上小学、初中。学校生源急速

攀升，教师紧缺，参加劳动的教师回校，师资也不够。只能



从农村中的高、初中毕业生择优来做代课老师，才勉强解决

师资问题。“文革”运动中期，学校各派组织进行大联合，

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1969年“九大”后恢

复党团组织。学校有党支部、团支部、革委会、贫下中农管

学代表，不知谁说了算，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我是新发展的

党员，兼团总支部书记和革委会委员。除了贫下中农管学代

表的会我不参加，其他三个机构的会我都要参与。一次党支

部和革委会都同意每天晚八点的政治学习改成周二、四学习，

周一、三、五晚上备课。并让炊事员王师傅（学校雇的临时

工）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晚上早休息，第二天早起给老师做

饭。管学代表不同意，说是用业务压、冲击政治学习。不让

王师傅参加政治学习，是剥夺贫下中农政治学习的权利。看

不起王师傅没文化等等，一项项大帽子扣下来，在那种政治

高压下谁也犯不上争辩。最苦的是不住校的老师，有的带上

手电筒每天晚上八点来校学习。这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浪费了

多少宝贵的时光。我当时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勃发的年纪，

边教学边学习的阶段。多少知识渴求去探索、积累。多少先

贤的教学经验要我去学习、检验总结。然而，每晚几十位老

师聚集在一起听我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红旗》）的文章，学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法兰西

内战》，毛主席的老五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等等。这种特殊

的政治环境下，也必然会产生意外的政治笑话。一天晚上政

治学习，我读了 20 分钟《法兰西内战》，觉得乏味。当时，

我正对毛主席的词《念奴娇·昆仑》感兴趣。会背了，还想

体会词的韵味。于是，停下来让大家讨论，说说体会。几个

老师发言后，管学代表说，别竞听老师发言，也让咱们的贫

下中农说说，意思是让王师傅发言。王师傅在鞋底磕了磕烟

锅里的烟灰，把烟袋放在桌上，很严肃地说，刚才听姜老师

念的书里，那个巴黎公社，搞得不怎么样，分值还 8 厘，比

我们北峪村还低。老师们听了后不禁大笑起来。王师傅见大

家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大家，我说的不对吗？

出了笑话。 



  当时，我们几位同学在一起讨论，都感到生不逢时，“臭

老九”的帽子戴着，搞对象都难，六、七十年代的姑娘对象

的标准是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医生，售货员，一提教师

免谈。甚至同窗学友女生，也不愿意嫁教师。一是政治地位

低。二是工资也低。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也

会开玩笑。一次学友聚会。几位女同学搞的对象是军人，复

员后当了煤矿工人，初中毕业现在都是半文盲，退休金二、

三千元。可能心态上有些不平衡，竟和我们男生说，当初你

们怎么不给我们写封情书？我们听了啼笑皆非，惊叹时代会

使人的思想意识扭曲，事态炎凉多么可怕、可悲! 

     1977 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1985年确定每年的 9

月 10 日为教师节，教师如鲤鱼打挺儿，翻了身，尊师重教

又成了社会的风尚。贫下中农管学代表退出了校园，也不提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事了，教师也成了香饽饽。其实，我

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只是分

工不同而已，但目标都是为了富国民强。城乡结合，脑体结

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确。

因极左思潮，人为地将脑体对立，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极大

损失。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